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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脆弱性與鞏固：

一個敗者同意的視角*

**

轉型期的新興民主國家往往受到來自反對勢力的挑戰，而無法持續

維繫穩定的民主政體終告失敗，甚而解體並回歸威權統治。筆者發現傳

統政治學研究習於從「多數」的角度觀察民主進程而存在著難以突破的

盲點，且無法解決最為迫切的民主鞏固問題。為解決這些最根本的問

題，筆者主張從「少數同意」的視角出發，針對新興民主國家在民主締

造至鞏固的歷程中，指出最為必要解決的課題：少數與多數的衝突。筆

者認為解決少數與多數之間的衝突達成民主鞏固的方法有四個：開放性

的競爭環境、建立可為少數接受的制度化官僚機制、擴大公共參與及尋

求國際組織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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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冷戰時期結束後的第三波民主化浪潮衝擊下，民主政體終究戰勝威

權體制並獲得了最後的勝利。然而對某些亞洲新興民主國家而言，擁抱民

主過程並非平順。二○○六年九月十九日深夜，泰國皇家軍隊趁總理塔克

辛‧欽那瓦（Thaksin Shinawatra）出席聯合國大會之際發動軍事政變。政

變領袖頌提（Sonthi Boonyaratglin）出兵奪取政權，終止憲法、解散國會並

停止泰愛泰黨（Thai Rak Thai Party）政府內閣和憲法法庭的運作。大選於

二○○七年十二月二十三日再次舉行，塔克辛後繼者沙馬‧順達衛（Samak
Sundaravej）領導更名後的人民力量黨（People’s Power Party）再次贏得大

選並取得近半數（233/480）的席次。隔年八月二十六日反對派人民民主聯

盟（People’s Alliance for Democracy）號召 10 萬群眾示威質疑選舉公正性及

要求沙馬下台，並發生嚴重暴力衝突。九月九日沙馬因於法院判決違憲而

下台，總理之位由副總理宋才‧旺沙瓦（Somchai Wongsawat）繼任。宋才

內閣上任甫不及三週，反對陣營的黃衫軍又進行大規模的示威遊行，抗議

政府的修憲計畫與袒護因貪污遭起訴的前總理塔克辛，並進一步占領國會

大廈。十二月二日泰國憲法法庭以選舉舞弊為由，禁止宋才 5 年內不得從

事政治活動，並解散人民力量黨等三個執政聯盟政黨後，下議院於五日舉

行特別會議選出民主黨籍總理阿批實（Abhisit Vejjajiva）。被視為塔克辛

支持者的紅衫軍於二○○九年二月一日進行暴動，質疑阿批實以詐術取得

政權，並要求政府在 15 天內下台。

無獨有偶的，蒙古於二○○八年六月二十九日行國會大選，前身為共

產黨的蒙古人民革命黨（Mongol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 MPRP）取

得 60% 的席次（46/76)。選後，在野的民主黨鼓動約 6,000 多名群眾湧上首

都烏蘭巴托（Ulaanbaatar）示威，指控執政黨選舉舞弊以取得政權。群眾

縱火焚燒蒙古人民革命黨總部，並與警方爆發衝突。總統恩和巴雅

（Nambaryn Ehkhbayar）於七月一日宣布全國進入緊急狀態並派重武裝軍警

巡邏市區鎮壓示威群眾。即便是亞洲新興民主國家中最資深的菲律賓，自

一九八六年民主轉型之後始終無法擺脫政變與暴動的威脅。據統計，總統

阿羅約（Gloria Macapagal Arroyo）從二○○一年上台至今至少已經處理了

大大小小計 200 多起軍事政變。除了軍事政變外，武裝暴動亦屢見不鮮。

選舉結果揭曉後，因為不滿選舉結果而導致的暴力攻擊事件頻傳。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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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年國會選舉為例，共傳出 183 起暴力衝突，並造成 86 人喪生及 45 人

受傷。

上述亞洲新興民主國家在民主化過程中所遭遇的挫折與動亂並非是特

例。如將威權政體（authoritarian）與先進民主（advanced democracy）視為

光譜的兩端，政治學者發現民主化的進程與暴動或內戰發生的可能性呈現

倒 U 型的關係。相較於處於兩個端點的政體，過渡性政權由於兼具威權與

民主的特質，更容易面臨示威、動亂，甚而武裝暴動與內戰（de Nardo, 1985；
Francisco, 1995；Muller and Weede, 1990；Hegre et al., 2001）。1 這些經驗

性研究不但指出轉型期民主存在著脆弱性（fragility）更說明了民主鞏固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從語義學來看，鞏固（consolidation）所代表的不但是從易碎、易變

（volatility）轉變成為堅固的過程，同時也表示具有恆久穩定的特色

（Schedler, 1997）。換言之，民主鞏固所探討的不僅是從半民主政體

（semi-democratic regime）如何成為民主政體的過程，同時亦是討論當民

主國家具備什麼樣條件時，民主擁護者無須再憂心威權體制復辟與民主解

體（democratic breakdown）的可能（Diamond, 1999；Gasiorowski and Power,
1998；O’Donnell and Schmitter, 1986；O’Donnell, 1996；Przeworski, 1991；
Rustow, 1970；Schedler, 1998；Weingast, 1997；Hanson, 2001）。自第三

波民主化以降，針對這兩個核心問題的研究有如雨後春筍。許多政治學者

將民主鞏固的基礎建立於政府經濟表現上，並認為一旦建立民主制度之

後，相較於富有的新興民主國家，貧窮的新興民主國家壽命較短

（Przeworski et al., 1996；Przeworski and Limongi, 1997）。2 政治學者亦

                                                 
1 除了內戰與暴動之外，Mansfield and Snyder (1995; 2002) 亦指出由於民族主義的鼓吹，

新興民主國家容易與鄰國間發起戰爭。
2 亦有許多政治學者如 Olson (1982) 與 Huntington (1968) 主張過度的經濟發展將會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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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制度面的設計來檢視民主鞏固的條件，諸如依法而治（rule of law）、

人權與正當法律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對行政權力的監督與制衡、

軍隊國家化、獨立的傳播媒體系統及市民社會團體（civil society）（Bratton,
1998）。Diamond (1994) 則視健全的市民社會為民主鞏固的必要條件，並

主張市民社會可以提供十種有利於民主鞏固的功能。3 除上述研究之外，

Huntington (1991: 266-267) 從選舉競爭與政權轉移的角度提出了「兩次轉

移」的測試方法（two-turnover test）：當初始選舉的獲勝者在隨後的選舉

中被擊敗，而新的獲勝者又再度於選舉中失敗並交出政權時，可視為民主

臻於鞏固。Rose-Ackerman (2005) 則是從政策制訂過程是否對公眾負責的

角度切入，認為選舉並不足以做為監督政府施政的機制。她主張民主鞏固

的關鍵在於公共參與且監督政策形成過程，並認為唯有政策制訂過程透明

化並尋求整合公眾意見才能達到完整的民主。

儘管民主鞏固的研究有如汗牛充棟，對於新興民主國家而言，幫助卻

極為有限。深究其原因則在於比較研究方法的問題。如前所述，民主鞏固

牽涉了兩個層面：一方面為民主已臻鞏固而排除威權復辟可能性的穩定狀

態；另一方面則為從民主轉型發展成為民主鞏固的過程，意即為從流動

（fluidity）到鞏固（consolidation）的凝結過程。這兩個層面看似相同，

但事實上存在高低位階之別。4 對於某些先進民主國家而言，在維繫了數

百年的民主運作機制後，早已排除了威權復辟與民主解體的可能性，屬於

                                                 
社會動亂與擾亂傳統社會結構與關係民主的不穩定，然而這些假設與經驗上的事實不

符，詳見 Haggard and Kaufman (1995: 325-326)。
3 這十項功能包括：限制國家權力、補充政黨功能、為少數族群提供管道、提供反對者參

與及影響治理的管道、建立穩定的經濟基礎、訓練政治領袖、輔助民主建立

（democracy-building）的過程、傳播新資訊、促成經濟改革及提昇對政府的課責

（accountability）、民眾對政治的熱誠（ responsiveness），並強化民主的正當性

（legitimacy）。
4 以物理學上的「凝固」為例，在常態下水凝結為冰的條件為攝氏 0 度，因此攝氏 0 度稱

之為水的「冰點」或是「凝固點」，亦即為水凝固的充份條件。其餘附加條件如高度高

於海拔 2,000 公尺、低於一個大氣壓、風速高於每小時 20 公尺與零下 10 度等條件同樣

可以使水呈現凝固狀態，但卻不是使水凝固的充份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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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鞏固第一層面的問題，亦屬於民主的高位概念。5 然而對於新興民主

國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在民主發展過程當中，排除威權復辟與避免民

主解體的可能性，亦即屬於第二層面的問題（Svolik, 2008: 153），為民

主發展的低位需求。當政治學者試圖從先進民主國家中（第一層面）尋求

民主鞏固的共同特質，並提供甫自威權轉型的新興民主國家做為民主發展

過程中的建議時（第二層面），這些建議與目標對於後者當下經濟、社會

與政治狀況往往遙不可及。舉例來說，依法而治、軍隊國家化、健全的市

民社會、中立的傳播媒體對於民主鞏固的重要性當然不言可喻。然而這些

連先進民主國家都不一定全數具備的政經社條件，對於許多新興民主國家

更是窒礙難行。6 Huntington 所主張的「兩次轉移」的確具有經驗與理論

上的意義，然而這個檢測至少必須經過三次以上的和平選舉。許多新興民

主國家非常可能在第二次選舉之前就面臨了民主解體（ democratic
breakdown）的危機。相對的，日本在戰後直至一九九五年才真正完成了

所謂的兩次轉移，然而其民主體制卻早在此之前即已臻鞏固。

1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經驗性研究為新興民主國家所提供的幫助與建議亦同樣有限。以

Alvarez 等人研究一九五○年至一九九○年全球民主化國家的民主存續為

                                                 
5 從機率論與統計學的角度來說，比較適當的說法應是威權復辟的可能性極小。然而為了

使文章易於理解，請恕筆者以排除可能性來簡化後續理論論述。
6 舉例而言，即使日本民主發展已逾 50 年，其市民社會基礎一向十分薄弱。Putnam 在

Bowling Alone 一書中亦指出美國的市民社會功能亦逐漸衰退中。瑞士直至 1971 年才給

與所有婦女投票權，在婦女人權與參政權上顯有不足之處。然而不會有學者主張這些國

家民主未臻鞏固。

專制威權 先進民主選舉式民主

凝結過程

民主鞏固

凝固狀態
凝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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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其中 62%以上的個案事實上是存續了 15 年以上的民主體制（Przeworski
et al., 2000），Boix 與 Stokes (2003) 將觀察的時間延長為從一八○○年代

至一九九○年代，但樣本中絕大多數也是較為穩定的民主政體。不能否認

先進民主國家的發展經驗絕對具有參考價值，然而疏於區分「鞏固而穩定」

的先進民主國家與「追求穩定發展與避免威權復辟與民主解體」的新興民

主國家，遽將前者的發展經驗與特色提供給後者，往往過於流於不切實際

且無法了解真正導致民主鞏固的原因（Power and Gasiorowski, 1998）。舉例

來說，誠然經濟發展與富裕對民主發展極為重要，然而很明顯的以 6,055
美金做為一個民主鞏固的經濟發展標竿，對於許多新興民主國家而言是相

當高的標準（cf. Przeworski et al., 1996；Przeworski and Limongi, 1997；
Przeworski et al., 2000；Boix and Stokes, 2003）。菲律賓從 1986 年民主化至

今，其每人年平均生產總值也僅有 1,300 美金，而泰國則為 3,065 美金，俄

羅斯每人年平均生產總值亦只有 4,500 美金不到，更別說大多數的非洲新興

民主國家每人年平均生產總值只有三位數。7 另一方面，若不及 6,055 美金，

也不一定代表民主尚未鞏固。以南美洲民主國家中相當穩定的智利為例，

至二○○五年每人年平均生產總值也不過 5,865 美金。然而以自由之家指數

（freedom house index）來看，自一九九○年起至今，智利已持續維持了近

20 年的穩定民主體制。8

為了避免研究結果受到大量來自先進民主國家的資料扭曲，晚近學者

如 Svolik (2008) 利用統計方法特意區隔民主已臻鞏固的先進國家與面臨民

主過渡期的新興民主國家。他發現經濟發展、總統制與軍事獨裁的歷史的

確影響了民主政體的鞏固與否，然而這三個因素在新興民主國家面臨威權

復辟與民主解體的威脅上卻沒有影響。同樣的，Wright (2008) 將研究對象

侷限於新興民主國家後亦發現經濟發展對新興民主政體的存續時間不具顯

著的影響力。這些研究皆證明了傳統比較民主政體研究在選樣時的疏失將

導致研究結果上偏差。

                                                 
7 上述統計資料以 2005 年為準，資料來源 United Nation Statistics Division。
8 更遑論傳統跨國性研究以美金為 GDP per capita 記價單位，而未考慮各地的物價水準。

這樣的研究結果很難取得客觀上的普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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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言之，筆者認為傳統研究對於民主鞏固與民主脆弱性研究的盲點，

在於將民主鞏固視為民主轉型的終點，羅列了如依法而治、注重人權與正

當法律程序、對行政權力的監督與制衡、軍隊國家化、且具有獨立的傳播

媒體系統、充份的公民參與政策機制及健全的市民社會團體做為民主鞏固

的必要條件（Bratton, 1998；Linz and Stepan, 1997）。這些研究一方面忽略

了如果將民主鞏固視為持續狀態，則並無終點可言。另一方面亦忽略「民

主鞏固」一詞與「民主品質」無關，指涉的是民主得以穩定持續發展，而

不致於面臨崩解的狀態。9 亦忽略新興民主國家正處於由邁向民主鞏固的凝

結過程，需要明確、易達成且能使民主穩定發展的目標，而非遙不可及地

以提高民主品質為目標。

因此，本文視民主為一發展過程，以 Collier 與 Levitsky (1997) 所建

議的最小程序定義原則（minimum procedural definition），尋找民主鞏固

的充份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s），亦即「凝固點」，做為新興民主國

家在邁向民主鞏固進程的關鍵。筆者從民主政體如何產生勝者與敗者的角

度，以及敗者如何看待民主體制來區別民主與非民主，及民主鞏固與未臻

鞏固的階段。並進一步利用亞洲民主化調查研究（Asian Barometer Survey,
ABS）資料，實際檢視在日本、台灣、菲律賓、蒙古與泰國勝選與敗選支

持者在政治態度上的差異。10 資料分析後發現，相較於日本與台灣，菲

律賓、蒙古與泰國的受訪者對於選務機構與其代表長期選舉公平性十分欠

                                                 
9 以義大利為例，貪污腐敗自二戰之後就和政治劃上等號，然而該國的民主仍持續維持至

今，未見潰決的可能。日本自前首相小泉下台後，自民黨歷屆首相支持度江河日下，麻

生首相的支持度更僅有 9%，然而也不曾有人懷疑日本民主將趨於不穩定。
10

如本文所說如果民主為一發展過程，長期觀察每個新興民主國家的發展的確有其必要

性。然而，跨國性的民主化調查研究至今只完成第二波，有些國家因為民主化的時間不

長（如蒙古），甚至僅有一波資料。為了補足資料上缺陷的遺憾，筆者以理論為基礎，

利用有限資料與比較研究的方法，來建立並證明敗者同意的重要性。的確，從經驗角度

來看，以單次調查資料來論定民主已臻鞏固的確有所不足，然而如果同意「敗者同意」

為民主鞏固充份條件的前提，則利用一次調查資料為基礎否定一個國家已臻民主鞏固卻

已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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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可能是造成其選後暴動迭起並影響民主鞏固的主要原因。這項發現也

從經驗上支持筆者以敗者主觀上是否服從選舉機制的公平性做為民主鞏

固的關鍵。11

針對以上的分析，筆者在最後一章主張從開放選舉競爭，提供少數政

黨與弱勢族群所認同的競爭機制與參與政治影響政策制訂與執行機會，並

且減少選舉的零合性，才是邁向民主鞏固與解決政治紛爭的充份條件。

Losers

儘管對民主的定義與所必備的條件莫衷一是，絕大多數政治學者皆同

意「選舉」是民主政治共同特色與必要條件：經由定期選舉讓公民參與政

治，影響政府形成與監督政府施政，並賦予民選政府合法性的權威。選舉

結果左右了權力分配，12 以選票代替子彈與暴力（the substitution of ballots
for bullets）（Dewey et al., 1993）來區分勝者與敗者，由勝者組成政府並

制訂與執行政策。13 由於選舉必然產生勝者與敗者在權力分配上的不均，

                                                 
11 ABS 資料中還包括其他民主國家，如印尼，其勝選與敗選者對於近期大選公平性的滿意

度分別為（89% 比 86%），對中央政府信任度為（72% 比 64%），對於中央選務機構的

信任度則為（68% 比 59%），顯示勝選敗選者對於選舉結果普遍的服膺。也因此該國選

後暴力事件鮮少發生，而民主亦得以邁向鞏固，足以證明本人理論。在此由於對照組已

有日本與台灣兩國，故不予討論。調查計畫中其他民主國家如韓國，則因資料不全而未

納入本文討論範圍中。
12 以 Lasswell 的名言來說，戰爭與選舉的目的都在於決定由誰在何時以什麼方式取得什麼

（who gets what, when, and how）（Lasswell, 1936）。
13 民主的定義為多數決，然而這裡所指涉的勝者並非單純為選舉結果上席次與得票分配的多

數，而是就最終政府組成與權力分配的政黨或團體。易言之，即使在選票上無法取得絕對

多數，然而因為政治環境與意識型態上的分佈，席次上僅為少數的政黨仍然在事實上可以

形成為國會多數支持的政府（勝者）。極端的例子為 1997 年挪威的自由黨（Liberals）、

基督教人民黨（Christian Peoples’ Party）與中央黨（Center Party）組成的聯合政府。該政

府雖然在國會只擁有 25%的席次（42/165），卻因為意識型態上處於左派的工黨（Labor
Party）與右派的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之間而無法被取代。在歐洲多黨制的國家，

有將近 10% 左右的政府屬於少數政府（Gallagher et al., 2006: 401）。



政治科學論叢∕第四十二期∕民國 98 年 12 月 51

而勝者必欣然接受勝選結果，因此敗者對於選舉結果的反應成為主導選舉

衝突走向的重要因素。Riker (1983) 即明確指出「政治的動態完全掌握在

敗者的手中，並由敗者決定是否繼續抗爭」。除了決定是否接受選舉結果

或是繼續抗爭外，敗者也同時決定抗爭方式與衝突規模。因此 Anderson et
al. (2007) 表示民主政治不唯需要藉由選舉產生競爭，也必須尋求迅速且

和平解決選舉衝突的方法。而解決的方式即在於獲取敗者對於選舉結果的

認同及政府合法性的支持。

選舉的目的雖是以選票代替子彈，但在新興民主國家引入選舉以取代

威權的民主化過程中卻是暴動頻傳。深究其暴亂的原因，常是敗者不能接

受選舉結果，並拒絕承認選舉賦予新政府的合法性。以泰國為例，憲法一

般視為是塔克辛取得政權、集中權力，並鞏固其合法性的主要依據

（Prasirtsuk, 2007）。而二○○六年頌提於十月國會大選前不到一個月發動

政變、解散國會並停止選舉的主要原因，即是預期以塔克辛為首的泰愛泰

黨將再度利用選舉取得國會多數並掌握政權（Pye and Schaffar, 2008）。同

樣的，晚近於蒙古和菲律賓所發生的動亂，亦主要是由於敗選者不接受選

舉結果所造成。

儘管政治學者咸認為敗者的政治意向及對選舉結果的認同與接受在新

興民主國家的民主鞏固過程中十分重要，卻普遍忽略從敗者的角度來檢視

其行為對於民主政治的影響。深究其原因有二：其一，以往政治學者著重

於研究選舉結果、政府形成過程、政策制訂過程與政策施行結果，並且從

這些結果檢視政策與政府結構如何影響政治穩定。這些研究傾向以執政者

的觀點，亦即多數的角度來分析。由於選舉的本質某種程度上即為零合賽

局（zero-sum game）與勝者全拿（winner-take-all）。如何形成穩定政府，

執政者如何制訂政策，制訂什麼樣的政策，及如何執行政策直接影響了整

個政治系統的產出與穩定，這些課題理所當然成為政治學的研究對象

（Anderson et al., 2007: 7）。然而過於強調從執政者的角度看政治的運行，

無形中忽略了敗者對於民主發展的影響。

其二，行為科學研究從微觀的角度出發，利用抽樣、問卷設計與實際

訪問探求選民對於政治的態度、意向與感受，並進一步利用統計分析方式

從歸納的角度理論化選民對於民主價值的回應與選民態度取向與政治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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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之間的關係。然而統計學的大數法則使得分析結果往往與樣本中多數的

現象相合，而參數主要亦詮釋樣本裡的常態，亦即為支持勝者一方的政治

態度與意向。少數或敗者的意見則常常被視為模型無法解釋的誤差

（disturbances or error terms）甚或是極端值（outliers）而忽略。

有鑑於敗者觀點對於新興民主國家在民主發展進程的重要性，筆者從

選舉競爭與敗者同意的角度在威權體制（左）及先進民主（右）為端點的

光譜中，利用 Collier 與 Levitsky (1997) 所主張的最小程序定義法進一步將

民主化過程細分為選舉式民主（ electoral democracy）與鞏固式民主

（consolidated democracy）兩個階段，並探究其特色。

第三波民主化不但帶動了新興民主國家興起，同時也為政治學者帶來

極大挑戰，尤其是如何界定並釐清民主化過程的各個階段。概念化

（conceptualization）在政治學上與實際政治運作上有其必要性。以民主為

例，適當而清楚的定義不但便於界定民主政體的必要條件，同時區分民主

與非民主政體。同樣的，民主鞏固的概念化亦成為政治學界相當重要的課

題，即：在具備什麼樣的政治條件下，民主才無需擔心解體的可能。過度

泛濫的民主概念可能使得政治學出現形形色色的民主類型，但無益於民主

研究。14 以致於即使距離第三波民主化開始已經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政

治學者仍然對於民主的概念與定義莫衷一是（Diamond, 2002）。為解決這

個問題，Collier 與 Levitsky (1997) 提出最小程序定義原則，將民主發展視

為一個持續的過程，而主張加諸在民主之前的形容詞必須以最為簡化的內

涵定義民主發展過程中的必經階段。

最小程序定義原則的優點在於將民主視為從專制威權到先進民主體制

的連續過程。在該原則下，所有定義民主的方式不僅在於描述該民主類型

                                                 
14 例如外援倚賴式新父權民主（aid-dependent neopatrimonial democracy）（Bierschenk et al.,

2001）、軍事統治式民主（military-dominated democracy）（Head, 2008）與原生性民主

（protodemocracy）（Colton, 2000）。筆者個人認為政治學普遍且過度「具備形容詞的

民主」（democracy with adjective）的現象其實就研究者而言並非「過度」概念化，而是

「疏於」概念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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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同時也決定該定義在民主演進過程中的位置。這些附加於民主的

概念將專制威權至先進民主體制的過程切割成數個階段，並提供每個階段

較為明確的目標。以本文而言，筆者以「選舉式民主」做為民主政體最基

本的形式，用來區分「民主」與「非民主」政體，任何未滿足選舉式民主

基本條件的政體都不能視為民主政體。同樣的，「鞏固式民主」做為向量

上的第二個指標，用來區分「已鞏固」與「尚未鞏固」的民主體制。15 藉

由將鞏固式民主定義為「無虞威權復辟及民主崩解」的狀態，而進一步探

求達到鞏固式民主的最基本條件。一旦清楚界定程序上的概念後，學者可

著眼於該定義的周延化，也使得民主研究有共通的語言基礎與對話空間。16

Electoral Democracy

大多數政治學者皆同意以「選舉」做為民主最基本的必要條件，並從

而區別民主與威權體制。從敗者觀點來看選舉至少具有兩層意義：在政治

競爭層面，威權體制的特色在於執政（勝）者與在野（敗）者的角色極為

固定且極少產生輪替。即使執政者同意開放政治競爭，其競爭層面亦極為

有限。在野團體即便在競爭中獲勝，仍無法取代執政者而掌握政權。民主

政治則經由定期選舉讓民眾檢視執政者的表現，並從而決定勝者（多數）

                                                 
15 由於威權政體（authoritarian）與先進民主（advanced democracy）的定義較為明確且不

具爭議，亦並非本文所討論核心，為了節省篇幅，本文不多加贅述。
16 最小程序定義原則的另一項優點在於藉由概念化民主演進過程而決定從專制威權到先

進民主的階段性發展目標，同時也使政治學者便於關注民主發展中所面臨的問題。舉例

來說，專制威權從無至有建立具備民主政體最基本條件的過程稱之為「威權轉型」。從

具備民主的基本條件到滿足鞏固式民主的必備條件的過程，稱之為「民主鞏固」。從鞏

固式民主進而到先進民主的過程可稱之為「民主發展」。同樣的，學者亦可以觀察民主

的衰退情形與原因。Schedler (1998) 指出民主有兩種死亡方式：猝死（sudden death）與

緩死（slow death）。前者所代表的是從未臻鞏固的民主體制迅速回到專制威權的狀態，

而新政權不再具備選舉式民主的基本條件，或稱之為「威權復辟」（authoritarian
reversal），參考 Svolik (2008)。而後者指涉的是雖然新興民主政權仍然維繫著民主的基

本要件，然而漸漸衰退而使民主政體呈現高度不穩定而面臨崩解的狀況，或稱之為「民

主腐化」（democratic erosion），參考 Fish (2001)、Schedler (1998)。針對先進民主國家

在民主治理上無法滿足民眾需求，但仍維繫著基本民主鞏固的形態而不致於威脅政權穩

定，稱之為「民主衰退」（democratic decline），參考 Marsh (2005)、Heidar and Saglie (2005)、
Schedl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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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敗者（少數）。在選舉競爭中任何政黨、組織與團體皆享有參與政治競

爭的權利。藉由選舉制度化的規範及全面開放政治競爭的場域，每位政治

參與者享有勝選取得政權的機會，也都有可能成為少數而落敗。其次，從

政權移轉的層面來看，威權體制欠缺制度化的政權移轉機制，繼任者往往

由執政者指定、世襲或是由執政黨中依世代交替原則推派，使得在威權體

制下的執政∕在野角色更為固定而缺乏流動，在野者完全無法預期執政的

可能。民主政體則以定期選舉做為制度化的政權轉移機制。即便失敗者對

選舉結果高度不滿，仍然可以預期在一定時間之後藉由改選重新挑戰執政

者。質言之，從敗者觀點來看，民主政治的真義在於「藉由選舉過程使得

民眾參與決定執政者的過程，並使各個政治團體成為執政（多數）∕在野

（少數）的機率為隨機而非固定」。

選舉對於民主的重要性不言可喻。然而什麼樣的選舉方能做為民主的

基礎條件仍存在極大爭議。Robert Dahl (1971) 主張多元體制（polyarchy），
並強調民主除了必須具備公正、公開與具競爭性的選舉外，尚須具備集會

結社自由與言論表達自由、多元的資訊管道與確保政策符合民眾偏好的政

治制度、全民享有投票與競選公職的權利。17 Joseph Schumpeter (1942) 則
是從最小需求出發，主張民主是經由競爭性的選舉爭取民眾的支持。Dahl
所指出的條件對於民主政治的確相當重要，然而一方面不符合 Collier 與

Levitsky 所主張的「最小定義」原則，另一方面這些條件即便對許多先進民

主國家(如日本、義大利、比利時……等）亦極為嚴苛，並不適合做為界定

民主與非民主政體的低標。有鑑於選舉在政治競爭及政權轉移上使民眾得

以參與決定執政者的過程，並且使執政（多數）∕在野（少數）的機率為

隨機而非固定，筆者採納 Schumpeter 的定義，將「全面並具有競爭性的選

舉」做為民主政體的最低限度要求（Kirkpatrick, 1981；Vanhanen, 1990；
Fukuyama, 1992）。唯有全面且具有競爭性的選舉，才有成為定期且制度化

的競爭機制重新決定敗者與勝者，並且使敗者有機會反敗為勝。

                                                 
17 在 Dahl 的多元體制基礎上，O’Donnell (1996) 又補了三項：民選公職人員必須不應受非

民選者所控制與侷限、民選公職人員的任期應受保障、必須有無異議的領土而可清楚界

定合格的投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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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idated Democracy

民主的基本條件在於客觀上具有全面且具有競爭性的選舉機制。這樣

的機制卻不必然帶來預期的平和結果。政治學者發現新興民主國家之所以

產生暴亂的原因，在於某種程度上具備民主最基本的要件：全面且具競爭

性的選舉，並在客觀層面上提供權力制度化的基礎與政治參與的機會。然

而在主觀層面，競爭者卻往往保留威權時期的思維與價值觀（Muller and
Weede, 1990）。政治團體為了達到勝選的目的，動員群眾支持成為必要的

工作。但在欠缺民主經驗與實際施政政績的情形下，促使各個政黨與政治

團體以民族主義、階級意識或民粹主義（populism）等意識型態做為動員群

眾支持的基礎（Hegre et al., 2001: 33；Mansfield and Snyder, 2002: 303），

而非以公共政策與政見做為選舉競爭的主軸。再者，由於新興民主政治制

度化程度不高，敗者主觀上對於選舉結果的不滿情緒常常轉化為對制度化

選舉機制公平性與執政者合法性的挑戰與質疑，進而鼓動支持者挑戰執政

者與既有的民主體制。一旦過度激化的政治競爭結合敗者對於選舉結果的

不滿，對於民主穩定造成更大的衝擊。文前所提到關於泰國、菲律賓及蒙

古等國家的暴動都是類似情形。

有鑑於新興民主政體解體甚或造成威權復辟的原因，往往是勝者無法

維繫客觀且公正的競爭環境並尊重敗選者，而敗者無法接受選舉結果所

致。筆者認為鞏固式民主所必須具備的條件，必須符合「使民主無虞於威

權復辟與民主解體的威脅」與 Collier 與 Levitsky 的「最小程序定義原則」

兩項基本要求。並進一步主張在具備全面且競爭性選舉的客觀條件為前提

下，民主鞏固的關鍵已不在於客觀的制度化條件，而在於競爭者對於已經

制度化的選舉競爭的態度。當少數服從經由選舉所產生的合法性，或即使

不滿選舉結果且質疑其公正性，仍循著制度化的民主程序尋求解決爭議，

並排除以暴力或武裝政變取代政權的手段時，民主可謂臻於鞏固（Hegre et
al, 2001）。18

                                                 
18 這個觀點和 Huntington 所主張對於民主鞏固的兩次政權轉換測試若合符節（Huntington,

1991: 266-267）。兩次轉換意謂社會上主要的兩個政黨或政治團體至少都曾經淪為少數

黨一次，並且在敗選後坦然接受選舉結果，服膺制度化權威，使政權和平轉移。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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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主張有三項特色：其一，有別於傳統民主研究主張由執政者擔負

鞏固民主的責任，筆者認為該責任須課於所有政治競爭參與者。其理由在

於民主體制下的選舉既然以全面性及競爭性為必要條件，並提供所有公民

參與政治競爭與表達政治意見的機會。因此舉凡政黨、政治組織、利益團

體、軍隊乃至於個人，都可能成為勝選或敗選陣營的支持者，自然必須擔

負起鞏固民主的責任。19 第二，這項主張強調政治競爭者對於選舉制度的

認同度與接受選舉結果的合法性，並認為選舉為唯一不可取代的制度性合

法性權威來源，而排除以其他手段取得政權的合法性。20 最後，筆者強調

政治競爭參與者認同選舉競爭的永久性（permanence），將民主存續與定

期選舉競爭視為「無限多期重複賽局」（infinitely repeated games）（Artale
and Grüner, 2000, cf. Przeworski, 2005），並決定在每一次選舉時都以參與

的方式來競逐政治權力。21 易言之，競爭者之所以接受選舉並放棄以暴力

                                                 
差別在於 Huntington 的兩次轉換強調客觀上存在少數輪替的事實，而筆者所強調的少數

主觀上對合法性威權的服從，並不以輪替為必要。
19 舉例來說，政治學者咸認為軍方的立場對於民主政治的鞏固的確非常重要，在拉丁美

洲的民主發展過程中尤其是如此。軍方可能以軍事力量干涉政權，並利用影響選舉公

平性來形成或支持選舉中的勝者，如阿根廷的裴隆（Juan Perón）。亦可能如果以軍

事力量形成或支持選舉中的敗者，推翻經由選舉而產生的勝者，如泰國於 2006 年或

是智利 1973 年的政變。在本文的定義下，軍方一旦干涉選舉公平性與政權取得與移

轉，即使本身未曾參選，但仍屬於勝者側或是敗者側的支持者，當然也同樣影響民主

的建立與鞏固。
20 在此定義下，即使是使用暴力，只要其目的並非在於取代執政者而取得政權，並不影響

民主鞏固的現狀與進程。舉例來說，義大利的黑手黨（mafia）不但涉足軍火買賣、地

下經濟、毒品與非法賭博事業，並進一步藉由參與選舉介入政治。1980 年代更從事政治

暗殺並企圖影響選舉的公平性。然而由於其目的並不在於以暴力取代執政者，最多只能

影響民主的「品質」，而不至於造成威權復辟與民主解體的可能性。在此定義下，西班

牙北部巴斯克分離主義武裝團體艾塔（Euskadi Ta Askatasuna, ETA）與北愛爾蘭共和軍

（Irish Republican Army, IRA）雖然以民族主義為號召，在政治上主張獨立，並使用暴

力攻擊執政者所派出的軍隊與甚而暗殺警察與議員。然由於其目的並非全面取代執政

者，而是達到區域獨立的目的，亦並不足以威脅民主鞏固。
21 將民主視為「無限多期重複賽局」有其實質上的意義。在這個前提下，對於敗者而言，

愈早期採取抗爭所得到的效益（payoff）會比後期採取抗爭來的大。因此，如果敗者在

民主初期即決定服膺選舉結果的合法性，並放棄以暴動抗爭的方式來奪取政權，在所

有條件與效益組合都不變的情形下，之後的選舉賽局中亦會採取參與的方式來競逐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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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或是武裝衝突，並非是由於短期利益上的暫時性權宜之計，而是從長

遠利益考量下的最適化選擇。

上一節筆者從敗者角度重新定義民主鞏固的討論，並從敗者（少數）

的角度，強調選舉作為政權輪替制度性合法性來源的重要性與意義。然而，

如何從少數的角度，來檢視民主鞏固的程度，並且指出民主政治發展過程

中的問題，是另一項重要的工作。本節中筆者首先以「信任感」做為核心

指標，檢視受訪者在選舉公平性，政府信賴度以及中央選務機構的信賴度

上的評價（訪問題目詳見表 1 附註）。之所以選擇這三個問題的原因有二。

首先，這三個題目都與民主的基本要素「選舉」直接相關。選舉的公平性

直接影響對於選舉結果是否服膺自不待言，對於中央政府的信任則表示對

經由選舉取得合法性權威的信賴。而人民對於中央選務機構的信任度則代

表著負責舉辦選務的行政官僚是否信任。其次，受訪者在三個問題的回答

更進一步反應選民對於短、中、長期制度性機制上的評估。如表一所示，

選舉的公平性主要詢問受訪者對於最近一次選舉是否公平的看法。這項回

答勢必受到受訪者在最近一次選舉時的個人經驗與選舉當時所發生的事

件、新聞所影響，屬於短期評估而變異性大。有別於對選舉公平性的評估，

對於中央政府的信任屬中期的評估。研究假設受訪者是依據來自新聞與報

章雜誌上對於政府施政表現的報導及與親友之間的資訊，並結合個人生活

上的體會而綜合出對於中央政府整體執政表現的評價。相較於最近一次選

舉可能受到特殊事件影響與中央政府可能因為政權輪替而更換，辦理選務

機構的行政官僚由於在任期上受到保障而不致受政權輪替影響，人民對於

選務機構的信任屬於長期以來對選舉公正性的評估。

除了民眾的支持度外，由於本文強調從「少數」角度檢視民主是否鞏

固，筆者進一步依據受訪者回答在最近一次選舉時投票的對象，將其支持

者區分為「勝者」與「敗者」，並計算不同陣營的選民間對於上述三個問

                                                 
權，是謂賽局上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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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差距，亦即「勝選－敗選者的差異」（the winner-loser gap）（Anderson et
al., 2007: ch4）。基於此分析結構，筆者將民主國家依其發展階段粗略區分

為三種類型：高品質先進民主國家、低品質民主鞏固國家與發展中民主國

家，並分析在不同的民主發展階段，民眾對於上述短、中、長期選舉制度

所形成的制度性權威的現象與特色（分析架構請見表 2）。

1

評估對象 評估內容 評估型態

最近一次選舉 單次選舉的公平性 短期

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的可信任程度 中期

選務機構 對於整體選舉公平性的評估 長期

*訪問題目：(1) 整體來說，你對最近這次選舉公平性與自由性的評估為何？是非常公

平？公平？不公平？還是非常不公平？(2) 請針對［中央政府］，告訴我你對它們的信

任程度，是非常信任？信任？不信任？還是非常不信任？(3) 請針對［中央選務機構］，

告訴我你對它們的信任程度，是非常信任？信任？不信任？還是非常不信任？

2

高品質先進民主國家 低品質民主鞏固國家 民主發展中國家

民眾信任度
敗者與勝者

差　　　距
民眾信任度

敗者與勝者

差　　　距
民眾信任度

敗者與勝者

差　　　距

最 近 一 期

選 舉 公 平 性
高 小

隨著選舉制度化的程度而

變
低 大

中央政府信任度 高 小 低 小 低 大

選務機構公正性 高 小 高 小 低 大

首先，筆者假設在治理品質高的先進民主國家，由於制度化的選舉已

行之有年，且以維護選舉公平性與完成政權和平移轉為施政要務，因此民

眾對於大選公平性與政府的合法性權威皆有高度認同。支持者雖可能會因

其支持對象落選而沮喪，但這些情緒並不致於形成對於選舉公正性與政府

合法性的質疑。因此勝選與敗選支持者對於選舉公平性的信任度無太大差



政治科學論叢∕第四十二期∕民國 98 年 12 月 59

距。同樣的，由於政府施政品質與選務機構制度化的程度都高，民眾對兩

者的信任度與支持度亦不致於因選舉時所支持的陣營不同而有太大的

差異。

相較於先進民主國家，低品質民主鞏固國家的民眾對大選公平性的態

度主要受到選舉施行經歷的影響。在選舉已行之有年的國家，若無太大選

舉爭議事件，人民普遍對於選舉公平性仍相當信賴，且不致於因為支持陣

營不同而有太大的差異。反之，若選舉經歷不長，則選民可能受到支持對

象落選影響，在情緒上將敗選沮喪轉換為對於政府合法性的質疑，使得勝

選與敗選支持者對大選公正性的認同產生歧異。相較於對近期選舉公平性

的質疑，低品質民主鞏固國家中，由於施政品質低落，因此選民對中央政

府信任度亦低。而在勝選與敗選者對中央政府支持度的差異方面，雖然政

府施政效能不佳，但是在政治制度化下，執政者政策無法明顯偏袒其支持

者並刻意弱化反對勢力，因此即使勝選者亦能客觀批評政府施政，且不同

陣營支持者在對中央政府評價上亦不致於有太大差異。最後，即使選民對

大選公平性的認同度差異大，並普遍欠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但在低品質

民主鞏固國家中，由於選舉機制已普遍被認為是取得合法性權威的唯一合

法途徑，民眾對於選務機關的信任度應高於對中央政府的信任。且勝選與

敗選支持者的信任度差異不致於太大。

相較於前兩者不同程度的民主鞏固國家，在民主發展未臻鞏固的國

家，由於選舉制度化的程度不高，民眾對於選舉公平性普遍存疑。尤其是

落選的挫敗感可能使敗選支持者強烈質疑大選的公正性，更可能否定執政

者經由勝選取得的合法性來源。因此在民主未臻鞏固的國家，無論是對於

近期選舉公正性的評價，或是對於中央政府的信任度，不同陣營的支持者

間存在極大的差異。再者，選民對於選務機關與其所代表的選舉制度公正

性信任感亦極低。由於選務機關長期負責執行選務，選民對於其不信任意

謂著長期以來累積對於整體選舉過程與結果的不滿。當選民對於選務機構

的公正性質疑高於其對中央政府與對近期大選的不信任時，敗選者很容易

因為長期在選舉中落敗而放棄依循制度化選舉過程取得政權的策略，而進

一步導致選舉暴動與民主政治的危機。

根據以上分析，筆者利用亞洲民主化研究調查資料（The Asian Baro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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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22 重新檢視亞洲新興民主國家日本、台灣、菲律賓、蒙古及泰國

等五國人民對於近期大選的公平性及對政府與選務機構的信任度，並證明

敗者長期以來在主觀上對於選舉機制的服從對於民主鞏固的重要性。圖 2
首先檢視日、台、菲、蒙、泰等五國受訪者對於最近一次選舉的公平性。

如同 Anderson 等人觀察其他多數民主國家所得出的結論（Anderson et al.,
2007: ch4），即使在民主發展超過 50 年並已臻鞏固的日本，相對於勝選支

持者，敗選支持者較易質疑大選的公平性。然而由於選舉已經行之有年，

且成為一般人民所認同的制度性權威來源，因此人民不但對選舉公正性的

信任度高（81%），且不同陣營的支持者差距亦不大（6%）。相較之下，

在其他四個新興民主國家，支持敗選者的選民有將近半數認為最近一次選

舉是不公平的，而勝者對於選舉結果公平性的認同明顯比較高（高於

70%）。這說明敗選的確容易造成支持者對於選舉結果的不滿。而這些不

滿除了可能來自於支持者在情緒上不能接受敗選的事實，並轉化為對於選

舉公平性的質疑，也有可能受到選舉時所發生的事件所影響。舉例來說，

四個新興民主國家之中，以台灣二○○四總統大選敗選支持者對於選舉公

正性的質疑度最高，有將近 75% 的受訪者認為該次選舉並不公平，且其中

更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認為該選舉非常不公平。這些強烈質疑主要是

由於該次大選中陸續發生公投綁大選、三一九槍擊事件。然而，依據二○

○八年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的資料來看（圖 3），相較於勝選支持者

有超過九成認同該年立委選舉的公平性，敗選者支持者雖對於選舉公平性

較為不滿，但同樣有超過六成的敗選支持者承認選舉的公平性。這些數據

證明了前文所述，受訪者對於最近一次選舉公平性的看法是屬於短期性的

評價且有較大的起伏。同時也顯示在沒有特殊事件發生下，不論勝者或是

敗者，絕大多數的台灣民眾仍相當認同選舉的公平性。

                                                 
22 亞洲民主化研究是利用面訪方式在亞洲地區各國調查大眾對於政治價值、民主與政府治

理等意見。研究範圍包括了日本、蒙古、韓國、台灣、香港、中國、菲律賓、泰國、越

南、柬埔寨及新加坡等 12 個東亞國家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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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　目：整體來說，你對最近這次選舉公平性與自由性的評估為何？

** 樣本數：蒙古 1,017、菲律賓 871、台灣 955、泰國 978、日本 684。
***資料來源：亞洲民主化調查研究（Asian Barometer Survey, ABS）第二波資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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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　目：整體而言，請問您認為這次（2008）總統大選的過程公不公平？

** 樣本數：Panel（573），獨立樣本（1,351），共計 1,924。
***資料來源：台灣民主與選舉調查研究（Taiwan’s Elections and Democracy Survey, TEDS）二○

○八年總統選舉面訪案資料（TEDS2008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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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筆者檢視受訪者對於中央政府信任度與其投票對象之間的關

係。人民對於中央政府的不信任可能來自於兩種原因：一是質疑其政權的

原始合法性，亦即懷疑取得政權的依據。其次則是因為政府施政表現不良

而導致民眾的不信任。前者和選舉公正性息息相關，因此在勝選與敗選支

持者間會有明顯的不同。勝選者明顯會較支持政權的合法性且信頼中央政

府，反之敗選者則較不信任。而後者則與政府實際上施政表現有關，屬於

事實的評估。當施政表現極差時，即便是當初選舉時所支持的對象，支持

者仍然可能不信任其施政能力。易言之，勝選與敗選支持者在這個面向上

對於政府信任與否的歧異較少。

圖 4 顯示在日本與四個新興民主國家當中，以日本民眾對於政治的信

任度最低，有超過 75% 的受訪者表示不信任自民黨與公民黨合組的政府。

然而，這樣的不信任並非來自於主觀上對合法性的質疑，而是對政府施政

能力的不滿。因此，我們同時可以發現有超過 70% 在大選時支持自民黨與

公民黨的受訪者亦表示對於中央政府的不信任。

在其他四個新興民主國家中則以台灣的敗選支持者對中央政府的不信

任度最高，有近四分之三勝選支持者不信任由民進黨組成的中央政府。民

進黨政府之所以欠缺可信任度的原因，部份來自於對於總統大選正當性的

質疑。但不可否認的，也有可能是來自於民進黨政府本身施政表現的評估，

尤其是對經濟發展表現的不滿。因此雖然有超過 80% 的民進黨支持者承認

選舉的公平性，但是仍有超過 40% 的支持者欠缺對民進黨政府的信任。這

也表示勝選支持者仍然能客觀評價支持對象的施政表現，並且給予適當的

評價。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許多敗選支持者將選舉的不公平性延伸為對於

勝選民進黨政府的普遍不信任，但是強度已經下降許多。相較於超過 50%
的敗選支持者高度質疑民進黨執政的合法性基礎，只有 15% 的敗選支持者

對於民進黨政府表示高度不信任。這說明了當從評價對象從短期的選舉公

正性換到中期的中央政府信任度時，敗選支持者儘管仍不信任中央政府，

但其態度已趨於溫和與保守。

然而，這樣的情形卻未見於蒙古、泰國以及菲律賓等三國。相反的，

敗選支持者對於中央政府的信任度甚至低於其對於選舉公平性的評價。以

泰國而言，只有 35% 左右的敗選支持者認為二○○五年大選欠缺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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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　目：請針對［中央政府］，告訴我你對它們的信任程度，是非常信任？信任？不信任？

還是非常不信任？

** 樣本數：蒙古 1,020、菲律賓 871、台灣 940、泰國 1,024、日本 700。
*** 資料來源：亞洲民主化調查研究（Asian Barometer Survey, ABS）第二波資料（2009）。

但是卻有近 60% 的敗選支持者不信任該次選舉所產生的中央政府。同樣在

菲律賓有 45% 的敗選支持者質疑近期大選的公平性，亦有超過 60% 不信任

中央政府。23 進一步從民眾對於選舉所賦予合法性權威的信任度來看，敗

選支持者不但在「量」上有顯著的增加，在不滿的強度上亦呈現上升的趨

勢。以菲律賓為例，只有 15% 的敗選支持者高度質疑最近一次選舉的公平

性，但是卻有 20% 以上的敗選者對中央政府抱持著高度不信任。在蒙古與

泰國，敗選者也是類似的情形。這些現象顯示除了部份支持敗選者的選民

將對於選舉的不公正評價延伸至對中央政府合法性權威的質疑外，仍有部

份選民可能因為其他如基本人權保障、經濟表現、社會福利、資源分配及

公共政策的制訂與執行……等非選舉因素，產生對中央政府的不信任。

                                                 
23 在蒙古亦是如此，45% 的敗選支持者質疑選舉的公平性，而有 50% 的敗選支持者不信

任勝者所組成的中央政府。

對於中央政府的信任度

國家∕投給勝（敗）者

勝者 敗者 勝者 敗者 勝者 敗者 勝者 敗者 勝者 敗者

蒙古 泰國 菲律賓 台灣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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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進一步利用受訪者是否信任選務機構的回應來評估長期的選舉公

平性。以先進民主國家日本為例，儘管自民黨長期執政，但自二次戰後舉

辦國會普選至今已逾 60 年。圖 5 顯示不論勝者與敗者，皆有近 70% 的選

民認同中央選務機構的公正性。24 相較之下，在新興民主國家中較為穩定

的台灣，雖然勝選與敗選支持者在對於選務機關公平性上的評估仍然有明

確的差異，但是相較於敗選支持者對於選舉公平性及中央政府信任度上的

質疑，其對於選務機關的支持明顯較高且態度亦更趨於溫和。有別於 70%
的敗選支持者不信任中央政府，只有 50% 表示不信任選務機構，而表示高

度不信任的敗選支持者僅有 10%。 25 這些數據顯示對於敗選支持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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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　目：請針對［中央選務機構］，告訴我你對它們的信任程度，是非常信任？信任？不信

任？還是非常不信任？

** 樣本數：蒙古 1,001、菲律賓 887、台灣 934、泰國 978、日本 692。
***資料來源：亞洲民主化調查研究（Asian Barometer Survey, ABS）第二波資料（2009）。

                                                 
24 圖 5 顯示勝者對於選務機構公平性的評估甚至略低於敗者，唯經卡方分析結果並不顯著

（Pearson χ2=4.4821，df=3，p=0.214，N=692）。
25 當然，對於選務機構的不信任亦可能受到 2004 年總統大選期間槍擊案與公投綁大選等

短期因素的影響，因此實際上長期來看，對於選務機構的公正性評估極可能略高於此。

對中央選務機構的公正性

國家∕投給勝（敗）者

勝者 敗者 勝者 敗者 勝者 敗者 勝者 敗者 勝者 敗者

蒙古 泰國 菲律賓 台灣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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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選務機構所代表的長期選舉公平性仍高於中央政府的可信賴度。

其他三個新興民主國家中，敗選支持者對於選務機構的不信任顯示長

期以來選舉公平性受到民眾強烈質疑。不論是菲律賓、蒙古或是泰國，都

有近 50% 的敗選支持者不信任選務機構，其中菲律賓更有超過 30% 的敗選

支持者表示對選務機構的高度不信任。

以上的討論可歸結出幾點：首先，敗選支持者在評估中央政府的不信

任度時，「質」可能與「量」同樣重要。易言之，敗者普遍對於政府的不

信任並不一定影響民主鞏固，關鍵在於評價的依據是來自於對於政府實際

施政表現的評量，抑或是質疑其合法性基礎。以日本為例，當勝選與敗選

支持者對於政府的評價差異不大，且對於中央政府來自選舉的合法性基礎

皆表支持時，表示支持者傾向以政府實際施政表現而非意識型態上的支持

或反對。在台灣，雖然二○○四總統大選的爭議使得政府來自選舉的合法

性基礎受到來自泛藍支持者的高度質疑，然而在討論到中央政府的可信頼

度時，不僅勝選的泛綠支持者能依據民進黨政府實際施政表現給與適當的

負面評價，多數的敗選支持者在不信任的強度上亦務實且收歛許多。

其次，比較受訪者對於最近一次選舉公平性的評價及對於選務機構的

信任度亦提供相當豐富的資訊。以日本為例，不論敗選或是勝選支持者對

於選務機構的公正性與選舉公平性皆有相當高的認同，表示選舉已被普遍

視為政府合法性權威的來源。相對而言，台灣 2004 總統大選的爭議使得泛

藍支持者高度懷疑該次選舉的公平性。即便如此，泛藍支持者對於選務機

構的信任度仍高於對總統大選公平性的認同，且不信任的強度亦趨緩許

多。換言之，即使對於近期大選公平性高度不滿，從選舉長期公正性來看，

仍有半數的敗選支持者選擇信任選務機構的公正，這不啻是台灣民主政治

邁向鞏固的一大進步。相對而言，蒙古、菲律賓及泰國三國與台灣呈現相

反的現象。在三個新興民主國家中，敗選支持者對於選務機構的信頼度皆

遠低於對近期選舉公平性的評估。即使近期選舉的公平性獲得認同，仍有

大多數敗選支持者高度不信任選務機構。在選務機構所代表的長期選舉公

正性受質疑的情形下，選舉反而可能成為造成勝選支持者與敗選支持者相

互對立的導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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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lections
to Consolidation

綜上所述，由威權至民主政體的關鍵在於客觀上存在全面並且具有競

爭性的選舉機制；而由民主轉型至民主鞏固的關鍵則在於政治競爭者，尤

其是敗選者（少數）及其支持群眾主觀上對於選舉制度合法性的尊重與服

膺。從上節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新興民主國家在邁向民主鞏固的過程

中所面臨的最大問題，並不在於品質的低落，而在敗選者對於政府經由選

舉所取得的合法性權威與選務機構所代表的長期選舉公正性欠缺認同。更

甚者，執政者在取得政權後的作為及選務機構在辦理選舉時的過程不但沒

有舒緩敗選者因落選感到的沮喪與不滿情緒，並使其進而認同制度化的合

法性權威，反而使得這些不滿持續累積而成為邁向民主鞏固過程中的阻力。

因此，有別於以往民主研究強調提昇民主治理的品質與選民對於政府

的滿意度，筆者認為民主鞏固的關鍵在於導入選舉機制後，如何爭取政治

競爭者普遍接受選舉制度的合法性，並且放棄以武裝衝突、內戰、政變或

是暴力抗爭的方式來取代執政者。由於新興民主常常僅具備部份民主的條

件，如有限的投票權、對政治競爭不公平的選舉、欠缺組織化的政黨系統、

腐敗的官僚體系與部份獨佔的大眾媒體……等特色，這些使得新興民主的

發展過程往往崎嶇難行。筆者結合上一節的分析，主張以維繫選舉競爭公

平與公眾參與減少選舉零合性為原則，消弭敗選者因落選產生的挫折感與

不滿，並同時強化其對於制度化權威的認同。據此，筆者提出開放選舉競

爭、提昇官僚系統的自主性與獨立性為奠定民主鞏固的必要條件。而提供

少數政黨與族群所同意的競爭機制與參與政治影響政策制訂與執行機會，

並且減少選舉的零合性、由國際組織居中協調境內衝突等方式則可以減少

並迅速消弭來自少數團體的抗爭，而使民主更加穩定而邁向鞏固。

如前文所述，民主的基本要件在於全面且具有競爭性的選舉。而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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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不但在於提供人民經常性檢驗政府並重新決定孰勝孰敗的機會，政

治競爭的場域更直接決定了民主化的程度及在野者是否有可能藉由選舉的

過程取得政權。然而，民主穩定與選舉競爭程度之間的關係究竟是正相關

抑或是負相關，一直是政治學界上值得爭論的課題。Dahl 在《多元體制》

一書中，以英國與瑞典為例，主張民主化初期有限度漸進開放政治競爭，

而隨著容許更多的社會團體參與選舉競爭，逐漸將已被少數菁英所遵循已

久的民主規則與習慣普及化。不可諱言的，遽然開放選舉競爭對於民主發

展與政權穩定亦存在不小風險。Mansfield 與 Snyder (2002: 299) 即指出民主

轉型的過程中容易興起好戰型民族主義（belligerent nationalism），其原因

有二：一方面在欠缺有效率的政治制度下，政治領袖利用民族主義的訴求

做為動員群眾集體行動的基礎。另一方面，威權解體之後，以往從威權核

心與戰爭中取得利益者為了鞏固其地位，以民族主義號召群眾，並指控政

府以民主之名，行獨裁之實。易言之，對新興民主國家而言，不論執政者

或是在野者，都有可能在選舉時以意識型態來動員群眾，造成社會動亂。

即使將 Dahl 的理論套用在晚近東亞新興民主化國家間的民主發展過程，同

樣可以發現漸進式民主的韓國、台灣不論是在經濟發展、社會多元化以及

民主發展上的穩定表現，都遠遠優於在民主化初期即全面開放政治競爭的

菲律賓。

然而，這樣的經驗性推論存在著極大的問題。以美國與瑞士為例，早

在開放非裔與婦女投票權之前，更廣泛的民主價值早已內化並為人權團體

與社會團體所認同並追求。這說明了開放投票權並不是唯一傳播民主價值

與建構對民主政治的支持與認同的唯一方式。如果尚有其他方式可以將民

主的價值與規範內化成為人民的民主素養，則無須擔憂遽然開放選舉將影

響民主穩定。再者，Dahl 的理論事實上存在著內在邏輯上的矛盾。如果同

意民主至少必須具備全面且具競爭性的選舉，則 Dahl 的主張事實上是以

反民主的漸進式開放方式來達到全面民主的目的。而關鍵則在於如何讓當

初在有限民主下取得政權的政治菁英願意將自身已享有的權力釋出，並與

更多的人分享與稀釋?新加坡的人民行動黨自一九五九年以來所建立的軟

性威權政體就是一個極佳的例證。最後，漸進式的開放選舉競爭意謂在民

主化的初期，執政者必須壓抑在野對於全面開放選舉競爭。然而在部份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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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時期過度鎮壓在野對於民主的要求，卻極可能會為日後全面開放政治競

爭後埋下劇烈衝突的種子。

為理解政治競爭與民主鞏固之間的關係，有別於以往研究中掺雜了許

多的先進民主國家而影響分析結果，Wright (2008) 將研究對象侷限於新興

民主國家。他發現當控制其他變數的情形下，民主初期選舉競爭開放程度

愈高，該民主存續的時間愈長，且愈不容易發生戰爭。Wright 的發現正足

以佐證少數同意對於民主鞏固的重要性。從理性選擇的角度來看，少數發

動暴動與政變原因在於發動暴動與政變所得到的效益大於依循體制內規範

進行政治競爭的效益。易言之，如果選舉競爭程度客觀上可提供在野陣營

經由選舉取得政權的機會，則利用戰爭或是武裝衝突的方式來奪取政權的

可能性就會減低。相反的，如果在野陣營意識到選舉競爭開放的程度極小，

客觀上並不存在政權轉移的可能性，此時在野陣營較可能傾向以武裝暴動

或是政變的方式來取代執政者（Azam, 1995；Collier and Hoeffler, 2000；Doyle
and Sambanis, 2000；Hirschleifer, 1987；Mason and Fett, 1996）。

開放選舉競爭的另一個目的在於經由選舉過程將民主素養與價值社會

化。選舉雖非政治社會化的唯一途徑，但確實有助於使政治參與者將民主

規則與規範內化，並經由實際參與選舉競爭和已經內化的民主價值結合而

成為政治生活的一部份經驗。這些民主經驗在客觀上而言，有助於個人接

受民主體制與制度化的權威。全面開放選舉競爭不但有助於建立並鞏固執

政者經由選舉取得的合法性，同時藉由更多人的政治參與而使民主價值的

政治社會化過程更為普及，亦提昇敗者對於選舉競爭的認同度。26

最後，在民主發展的過程中，政策的制訂與施政的品質必須受到來自

反對黨與民間的監督（Rose-Ackerman, 2005）。在欠缺參與政治的權利及

對政府形成、政策制訂與政策施行的影響力下，人民很難會對政治產生興

趣並且監督政府施政。因此藉由全面性開放選舉競爭是讓人民參與並且培

養對於政治興趣是構成市民社會並對政府施政造成壓力的必要條件之一。

                                                 
26 唯全面開放政治競爭下，過度激化的意識型態與民粹主義仍可能使得民主體制面臨嚴重

的政治衝突並陷入崩解危機（如巴西、波士尼亞、塞爾維亞與南斯拉夫）（Weyland, 2005；
Berglund et al., 2004: C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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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且具有競爭性的選舉是民主政體的必備要件，然而競爭性的選舉

並不必然公正、公平且公開。選舉的公正、公平與公開直接影響政治參與

者主觀上對於選舉機制的認同與服從。當在野者認為選舉結果並不會公正

反應民意，且無法藉由選舉機制達到取得政權的機會時，對於選舉結果的

不滿與挫敗感容易與質疑選舉的正當性結合，並從而形成暴動與推翻政府

的動力，進而影響民主政體的穩定。易言之，如何維持選舉的公正、公平

與公開成為執政者邁向民主鞏固相當重要的課題（Huntington, 1991: 7）。

如前節所述，在泰國、蒙古與菲律賓等新興民主國家敗選者所引發的動亂

為例，主要即是質疑制度性權威與選舉的公平性所造成。

然而什麼樣的選舉競爭才具備公平與公正的特性？從狹義的選舉過程

角度來看，選務機關必須具備普遍可認同的公平性、合格的候選人能自由

的參與選舉競爭、選民投票依憑個人偏好，不受外力影響（Diamond, 2002）。
廣義地將選舉競爭同時也納入考量時，公平的選舉競爭還包括了資訊與媒

體的中立以及政治資源分配的公共性。公平的選舉競爭有賴制度化的制度

設計與政治環境，而欠缺這兩項要素正是新興民主國家的普遍特色之一。

姑且不論立法技術以及制度化的經驗上的不足，即便在法規上可以完全援

引先進民主國家的先例，在政策執行上仍然需要政治行為人的自律。然而

低制度化的政治環境與缺乏中立的官僚系統提供了政黨與政客尋租（rent-
seeking）活動的溫床。27

官僚體系在民主政治中的重要性不容置疑，執政者雖可能因為選舉失

敗而輪替，但官僚有法定任免程序上的保障。政策雖然由執政者所制訂，

然而政策與法律往往是屬於全國性適用，無法鉅細靡遺規範因地制宜的細

節。再者，為了維持政策執行時的彈性，立法者通常僅規範原則與程序，

在執行政策與分配資源的細節部份有賴技術官僚對法律與政策的詮釋與

裁量。由於官僚體系掌握著政策過程末端執行與資源分配的權力，為了取

                                                 
27

尋租所指涉的定義是利用政治權力來干涉公共資源的分配。Stokes (2001: 79) 指出尋租

模式通常有四種：(1) 尋求個人財富的取得與累積、(2) 補貼先前選舉或是未來選舉的花

費、(3) 節省金錢、財貨或是勞務上開支及 (4) 尋求意識型態上的順從或是私人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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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選舉時的優勢，往往成為政黨或是政治人物尋租時拉攏的對象。一旦技

術官僚在政治資源的分配上失去了自主性與獨立性而受到政黨控制，就容

易產生待從主義（clientelism）與政治腐敗的現象，進而影響選舉的公正

與公平。一般行政官僚的獨立性對於選舉公平性尚具有如此顯著的影響

力，選務機關工作人員是否能保持中立並維護公正的選舉結果自然更形重

要。

Shefter (1994) 的供給面理論即是從官僚體系獨立性的角度來探討侍

從主義與政治腐敗產生的原因。官僚掌握了政策末端執行與資源分配的權

力，而這些資源究係是用於不特定的公共利益，抑或是轉化為政治恩賜

（patronage）而集中於少數私人手中，政黨或是議員是否能以建立侍從結

構做為選舉策略，完全取決於政治恩賜的可得性。他進一步認為政治資源

是否會轉化為政治恩賜，取決於官僚體系在執行政策與分配資源時，是否

能無視於政黨與議員的政治權力介入而維持其獨立與自主。由於官僚的任

免、升遷、降職、考核、考績與勳獎都可能受到來自政治壓力的影響，Shefter
認為官僚體系的獨立自主性如果建立於政黨體系之前，則無論政黨如何替

換，官僚都有能力拒絕政治介入。相反的，如果官僚體系建立在政黨體系

之後，政黨或政治人物就有可能因為選舉競爭的需要將官僚納入收編的對

象。

建立官僚獨立自主性的基本要件在於官僚體系的法制化。當官僚的升

遷、任免、降職、考核、考績與勳獎受到法律保障後，政黨較難以介入。

然而，新興民主國家官僚體系法制化的過程甚為坎坷。表 3 列出新興民主

（後共產時期）國家民主化與建立官僚法制化的時間差距，並說明了新興

民主國家在建立官僚獨立性上的困境。除了匈牙利與波羅地海三小國在民

主化之後迅速建立起法制化的官僚系統，其他國家的官僚體系法制化的過

程延宕了相當久的時間。更甚者，波蘭雖然在一九九六年通過了公務人員

法，但是遲至一九九九年才正式施行（Goetz, 2001: 1035-36）。官僚系統

欠缺法制化的最主要原因有三：首先，從客觀來說，由於威權解體後百廢

待舉，官僚體系的法制化並不在執政者施政名單的前段。其次，從主觀層

面來看，執政者亦可能希望藉由拖延官僚體系法制化的時間，在官僚仍未

建立獨立性與自主性之前先取得一定程度的政治優勢，以利往後選舉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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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最後，由於官僚體系掌握了政策末端資源分配的權力，在未制度化的

新興民主國家中，很可能影響各個政黨未來在政治競爭上的優劣勢。因此

官僚體系的法制化勢必成為爭議性話題，也因此拖延法案通過與官僚體系

法制化的時間。

3

　國　　　家 匈牙利
波羅地海

三 小 國
波　蘭 保加利亞 捷　克

民主化的年份 1988 1991 1988 1990 1993

公務人員法施行年份 1992 Mid 1990s 1996 1999 2002

資料來源：Goetz (2001: 1035-1036).

Consensus Democracy

選舉競爭的本質是零合賽局，亦即勝者所贏得的即為敗者所失去的。

零合賽局的特色在於不存在純策略納許均衡（pure strategy Nash equilibrium）

（Osborne, 2004: 366；Shubik, 1985: 222-224）。換言之，賽局的零合性說

明了政治競爭的高度不穩定並預言了競爭者間的持續對抗。從敗者的角度

來看，如果一旦敗選即完全喪失對決策的影響力，再加上預期於下次選舉

中獲勝的機率又極小的情形下，很容易選擇體制外的非民主方式，藉由訴

求支持者走上街頭甚而造成暴亂來影響政局穩定。

然而，選舉只是民主政治下取得權力的方式與過程，其零合性並不代

表民主政治的零合性。執政者可以在政策制訂時儘可能避免以表決方式，

而藉由政治協商與公共參與的方式來消弭政治競爭的零合性，並且藉由提

供少數參與決策的機會來增加其對民主體制的政治認同，並消弭多數與少

數之間的抗爭。Liphart 所主張的協合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Lijphart, 1969）或共識型民主（consensus democracy）（Lijphart, 1999）
即為政治協商的模式。這兩種的協商式民主機制所強調的是權力分享

（power sharing）的概念（Lijphart, 2008）。Lijphart 認為政治協商與權力

分享的概念在極度分裂的國家尤其重要。以其在 1996 年對於印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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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例，印度社會因為宗教、種族、社會階級（種姓制度）與語言的隔閡，

導致社會高度的分裂。由於制度設計，包括大聯合政府（grand coalition）、

文化自治（cultural autonomy）、比例性（proportionality）與少數否決（minority
veto）等權力分享與自治的機制，印度政府成功地在獨立後凝聚各個族群對

於民主制度合法性的共識，並減少不同團體與族群間的紛爭與衝突（Lijphart,
1996）。28

除了共識型民主的政治參與方式，公共參與（public participation）亦

是民主政治中藉由將社會上的少數或是弱勢團體納入決策考量過程時的機

制之一。藉由擴大公共參與決策過程的方式，一方面能從社會層面的觀點

提供立法者更豐富的立法資訊，以增加立法的專業性與品質。另一方面藉

由參與的過程也凝聚參與者對於民主制度的共識與支持。公共參與則有三

種不同的形式：第一種稱之新統合主義（neocorporatism）或是社會對話

（social dialogue）。根據 Philippe Schmitter 與 Gerhard Lehmbruch (1979) 的
定義，新統合主義是由資本家、政府與工會三方所組合的協商機制。該機

制所協定的議題包括使生產與所得平均分配於社會大眾及協商在經濟蕭條

與通膨時期的薪資限制，及勞工市場政策，如最低工資、工作時數及加班

費。這個機制一般而言並不具法律拘束力，但實際上政府承諾遵守三方協

定的決議（Rose-Ackerman, 2005: 127-128）。第二種公共參與的型式為法

定對話（civil dialogue）。和社會對話不同之處在於法定對話並不只侷

限於經濟議題，而參與的對象也不僅包括工、商會與資本團體，其他像是

農、礦、漁、牧等較欠缺組織的團體亦可藉由法定對話的形式來參與決策。

參與的人是以常設委員會的方式組成，並以專家或是特殊利益團體代表的

身份參與決策。然而對於政策僅具有建議的權力，最終決定權還是在政府

手中（Rose-Ackerman, 2005: 128；Kingwell, 1995；Armstrong, 2002）。最

後一種型式的公共參與不具有常設性的組織，政府也沒有設定由特定組織

參與。決議效力對政府不具有拘束力，僅以提供資訊為主。在法律的規範

下，政府可視政策性質、政治環境的變化與利益團體的組織規模，彈性運

                                                 
28 Lijphart 亦指出印度的權力分享模式在 1960 年代之後由於群眾動員的程度擴大而較不普

及，進而造成組織間的互相仇視與暴動（Lijphart,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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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三種不同方式的公共參與以增加政府決策的合法性。

民主化過程常被認為是個政權內部發展的經歷。然而隨著全球化的腳

步加快，民主化不但屬於一個國家的內政問題，同時也可能影響了區域與

國際秩序。自冷戰結束之後，威權的解體在某種層面證明了民主政治是較

適於人類整體發展的政體。因此許多先進民主國家與國際組織以促進民主

化、維護國際秩序與國際安全為職志（Pevehouse, 2002）。在國際組織的努

力下，也提昇了民主與民主鞏固的可能性（Asmus et al., 1993）。例如世界

銀行（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金（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與
歐洲重建發展銀行（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在經濟援助與總體經濟政策上提供民主轉型初期的國家相當大的協

助。國際組織也直接或間接影響各國政策上的取向。Putnam (1988) 的雙層

賽局結構（two-level game）就主張國際組織對於各國民主發展上的限制。

以匈牙利與波蘭為例，執政者以可能會延遲加入歐盟的時間表為目的而希

望反對陣營對改革進行讓步（Rose-Ackerman, 2005: 17）。

國際組織對於民主鞏固的影響可以分為兩個層面來探討：維持秩序調

停紛爭與影響政策。當執政者的合法性面臨反對陣營的挑戰，而雙方的談

判明顯陷入僵局時，國際組織可以擔任居中協調的角色。一九九二年六月，

由聯合國第六任秘書長 Boutros Boutros-Ghali 所擬的聯合國和平議題

（United Nations Agenda for Peace）指出對於各國境內關於種族、宗教、社

會、文化與語言等衝突的四項解決方式：預防性的外交政策、和平營造

（ peacemaking ）、和平看守（ peacekeeping ）與衝突後的和平建構

（peacebuilding）。從客觀上來看，雖然這項議題並沒有通過聯合國大會決

議，亦無法提供聯合國以武力介入各國境內紛爭調停的合法性（Gurr and
Harff, 1994: 151），但說明了國際組織可成為仲裁者的功能。當反對陣營

質疑選舉公平性及執政者的合法性時，國際組織可以成為雙方的監督者與

溝通的橋梁：一方面要求反對陣營採取溫和與合理程度的抗爭；另一方面

從客觀的角度檢視要求執政者的合法性與政策的合宜性，並適當的糾正與

進行干預。就聯合國與國際和平組織在薩爾瓦多、瓜地馬拉、納米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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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羅埃西亞與莫三比克等地的協商經驗來看，國際組織對於民主鞏固與維

護和平上的確有所助益。29

除了直接介入並調停新興民主政體的政治紛爭外，國際組織在影響公

共參與政策上可以發揮的空間也十分可觀。在歐盟及其會員國對於社會對

話與公共參與的要求下，歐盟根據統合主義的精神制定了歐洲受僱者策略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Iankova and Turner, 2004）。而為了早

日能加入歐盟組織，匈牙利與波蘭也積極回應歐盟在擴大公共參與上的需

求。例如匈牙利的國家利益調解協調會（ National Council of the
Reconciliation of Interests, Országos Érdekegyeztetö Tanács, OÉT）就是一例。

該協調會的功能在於討論勞工問題、經濟政策、勞工市場發展、稅制與社

會福利政策……等。協調會每年集會 12 次，形成決議並對政府有相當大的

約束力。

從新興民主國家的發展經驗中可發現民主化的過程常顛簸難行。由於

對於選舉結果的不滿與合法性的質疑，政治競爭者可能而逕自以政變推翻

政權、停止選舉與國會運作而導致威權復辟與民主政治的猝死，也可能以

暴動或是零星的動亂襲擾社會秩序與影響民主穩定，甚而造成民主腐化與

民主的慢性死亡。而相對於此，民主臻於鞏固後則無須憂慮威權體制的復

辟與民主的崩解，且穩定朝向自由的先進民主政體發展。有別於傳統政治

學研究以選舉中的多數執政者視為民主研究的核心，並視民主鞏固與民主

品質間畫上等號，本文從少數觀點的角度出發，依據最小程序定義原則，

主張政權穩定與民主鞏固的關鍵不在於執政者的施政成效，而在於少數陣

營對於制度化合法性的認同。當敗選者認同制度化賦予政府的合法性，並

永遠放棄以暴力與非選舉的方式推翻政府取得政權，尋求體制內的方式解

決與多數之間的衝突時，民主方得以排除威權復辟與民主解體的可能而臻

                                                 
29 不過就實際上而言，國際組織介入新興民主國家的境內紛爭不一定代表有好結果。以索

馬利亞為例，在欠缺引導綱領下，聯合國與美國的介入就不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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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鞏固，並繼續朝向自由民主與先進民主政體發展。這個觀點指出了新興

民主國家達到民主鞏固最迫切需要解決的問題：取得少數對於制度化權威

的共識。

為了佐證敗選者對於選舉長期公平性的認同與選舉合法性的服膺在民

主鞏固過程中的重要性，筆者從亞洲民主調查計畫第二波調查資料中選取

了日本、台灣、蒙古、菲律賓及泰國的資料進行比較分析。分析結果顯示，

民眾對於中央政府信任與否並不能單純反應民主是否鞏固。和蒙古、菲律

賓及泰國等民主未臻鞏固的政府信任度相比，日本及台灣人民對於政府的

信任度較低。然而，在對於選務機構的可信任度及其所代表的長期選舉公

平性上，日本卻高出其他幾個新興民主國家許多。在台灣，雖然選務機構

的公正性雖然受到二○○四總統大選中的爭議影響，仍有 50% 的敗選支持

者認同選務機構的可信賴度及選舉的長期公平性。相較之下，選後動亂頻

傳的蒙古、菲律賓及泰國的敗選支持者即使認同近期選舉結果的公平性，

但在普遍欠缺對於選務機構的信任下，長期以來喪失對於選舉公平性的認

同，更甚而轉化對於中央政府合法性的質疑，而成為選後暴動的導火線。

在以達成民主鞏固為目的下，本文進一步探討如何凝聚少數對於民主

制度合法性的認同。筆者認為當少數認為採取和平且制度性的競爭所得到

的利益大於以推翻既有政權所得到的利益時，會傾向於支持民主制度且以

選舉競爭代替政變。而為了讓少數感受支持民主制度的利益大於政變暴

動，最主要在於制度上並須使其預見經由選舉而取得政權的可能性。這有

賴全面開放選舉競爭，且藉由官僚中立化維護選舉的公正性與公平性，使

得在野與執政黨位於同等的競爭地位。此外以權力分享取代零合競爭亦是

使政治趨於穩定的方式。藉由政治協商將少數與弱勢團體帶入特定政策的

決策過程並賦予適當的影響力，不但有助於使政策制訂過程更臻完備，同

時也藉由擴大決策參與而消弭政治競爭的零合性，深化少數與弱勢團體對

於制度化權威的認同。最後，筆者主張當多數與少數間存在著不可妥協的

政治衝突時，尋求國際組織的協助與仲裁是使減少衝突規模並維持民主穩

定的適當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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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tic Fragility and Consol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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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challenges from political opposition, some fledgling democracies
cannot maintain democratic stability and eventually breakdown. This paper finds
that because students of democratization tend to rest their theories on a majority
perspective, they cannot solve the substantive deadlock faced by new democracies: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majority and minority.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and to
provide useful suggestions for new democracies, this paper suggests a perspective
of minority consent and puts forward four suggestions for preventing majority-
minority conflicts and consolidating developing democracies: expanding the level
of political competition, establishing bureaucratic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expand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requesting assistance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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